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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电子工业建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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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为代表的电子工业便遭遇严厉的多维度

技术封锁。 新中国通过积极引进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产品和设备,应对敌对势力的封锁禁运,以
解决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依托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逐
步建立了自己的电子工业体系,以突破封锁网络。 在发展电子工业上,中国构建的技术攻关举

国体制实现了工业的快速起步与技术能力的追赶式发展。 这一打破封锁圈、寻求自立自强的

宝贵历史经验,对当前突破技术封锁与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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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些年大国竞争博弈加剧,西方国家纷纷调整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为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
甚至构建起覆盖技术、资本、人才的多维度封锁网络来强化竞争。 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伊始,西方国

家就建立了多边管制禁运体系,实施多重技术封锁,对中国的管制程度甚至远超苏联、东欧国家,形
成所谓的“中国差别”。 以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为代表的电子工业,被西方国家列为重点封锁对象,
企图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扼杀中国电子产业。 即便后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好转的情况下,西方各国

也没有完全放松管制,而是将管制重心逐渐集中到高新技术上。 当前,高新技术的竞争已变成大国

博弈的主战场之一,技术出口管制更是成为强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企图阻碍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技

术进步。
然而技术封锁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积极转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技术和

设备,另一方面在苏联技术援助下进行技术攻关,成功实现电子工业的快速起步与技术能力的追赶式发

展。 20 世纪 90 年代,有学者关注到新中国初期面对封锁禁运采取的应对措施,从经济、贸易视角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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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①②③。 另有学者深入研究“封锁管制方”,阐述遏制战略思想的形成、政策制

定及其演进过程④⑤⑥。 在技术封锁问题上,国家安全对政策制定具有决定性意义,为获取外交优势,通
常配合采取包括军事威慑、政治遏制与经济施压等多样化策略,管控敏感技术转让则是这一复合型外交

不可或缺的要素⑦。 在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后,部分学者从多重视角丰富了这一研究问题⑧⑨􀃊􀁉􀁒。 随

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年来,从《出口管制条例》对华出口目标管制的扩张不难看出大国竞争博弈态

势逐渐升级􀃊􀁉􀁓,对于高技术出口管制表现出西方国家打压中国技术发展与维护自身技术霸权的双重战

略意图􀃊􀁉􀁔。 美国当前已形成涵盖商、政与学界的技术鹰派势力,加大对华科技竞争在美国两党间成为共

识􀃊􀁉􀁕。 针对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的“小院高墙”战略,易继明与陈孟麟认为中国应秉持全球化理念并

施行“开门迎客”的应对策略􀃊􀁉􀁖。
总体上看,过往研究成果或聚焦历史某一时间段的问题,或仅针对当前面临的打压困境进行研究,缺

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对话;且多从封锁方与被封锁方的单一视角进行分析。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方面

加以探讨:一是尝试从新中国初次应对技术封锁中提取历史经验,将其与当前面对的现实问题相结合,构
建历史链接当代的贯通性分析框架;二是在揭示技术封锁实施过程中将封锁方与被封锁方视角相结合,有助

于理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打破封锁背后的逻辑;三是将中国打破技术封锁的宏观政策方针与微观企业的应对

机制相结合,用电子工业企业作为反技术封锁斗争的典型案例,在广度的基础上补充微观层面的分析。

一、 西方对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封锁

事实上中国被技术封锁由来已久,新中国诞生伊始便遭遇全面的封锁禁运,至“一五”计划结束前

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远超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多维度技术遏制,给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严峻的挑战。
电子工业因其军民两用属性及在现代工业中的关键作用,始终受到严格管制。

1. 潜藏在管制禁运体系下的多重技术封锁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施行完全封锁战略,试图以“封锁禁运”来打击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物项管制作为惯用的技术封锁手段,从单边国家的物项管制起,叠加援助国的双边约束,并逐步扩展为

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管制禁运体系,以此对新中国实施多重封锁。
在单边国家实施的技术封锁上,早在 1948 年 3 月苏联及东欧国家就开始被美国纳入管制对象,实

施贸易管制清单,具体分为全面禁运物资的“1A”清单与限制物资出口数量的“1B”清单􀃊􀁉􀁗。 其后“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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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清单构成了双边、多边管制禁运清单的底稿。 新中国成立后,因被归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西方国家

对其执行敌视政策。 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1950 年 3 月西方阵营中的美国发布《战略物资管制办

法》,规定:“凡将战略物资输往美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领取特种许可证,并要求所有接受美援的

国家禁运物资至中国”。 该法令的出台标志着新中国正式被施行全面禁运①。 至该年 11 月,战略物资

管控已由最初的 660 余种增至 2 100 余种②,任何能够助力新中国工业化的物资都纳入所谓的“1A”清单

中。 中国宣布抗美援朝后,美国商务部又将中国划至敌对国家组别。 此后封锁全面升级,中美贸易至此

彻底中断。
其次,西方国家利用对外援助关系,要求各援助国对新中国实施技术封锁。 1951 年 10 月,美国

政府决定将出口管制与对欧洲援助政策相挂钩,经杜鲁门总统签署批准《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

(1951)》,俗称《巴特尔法》,勒令凡是不对苏联集团实行出口管制的国家,美国将对其停止军事、经
济、财政等援助③。 根据该法案授权制定的《巴特尔法清单》囊括“1A”清单的全部物资与“1B”清单中

部分物资,具体分为禁运的《一类清单》和非禁运的《二类清单》,其中《一类清单》也对照分为 A 类和 B
类清单。

为寻求构建多边管制禁运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西方阵营发起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

“巴统”。 朝鲜战争爆发至 1957 年期间,西方阵营参加封锁禁运的国家逐渐增多④。 为控制商品、技术

流向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多边管制禁运体系技术清单,《巴统管制清单》下设军需品( IL / Ⅰ)、原子能

(IL / Ⅱ)、国际工业品(IL / Ⅲ)三个子清单,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实施技术禁运与用途监管。 自 1950 年 1
月,在美国援助与施压下,除“1A”清单中的 4 种、“1B”清单中的部分物资外,其余均被纳入“巴统”管制

范围,到 1952 年三个清单数量达 450 种。 “巴统”为管制战略物资的输出,要求各国从地理、技术方面实

行出口管制;对进口证与交货证明书进行程序管制;另要求加强转口管制,特别是经第三国的转口

管制⑤。
1952 年 5 月,“巴统”经内部会议决定对中国实行特殊管制,《巴统管制清单》三个子清单内所有物

品一律对中国实行禁运。 甚者,“巴统”在 7 月正式设立亚洲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并设置《中国委

员会特别清单》,该特别清单涵盖 IL / Ⅱ内 25 种以及 IL / Ⅲ内 63 种物资,另包含 207 种不在《巴统管制

清单》上的禁运物资。 “巴统”对中国实施的禁运封锁要比对苏联与东欧国家严厉得多,由此形成所谓

的“中国差别”⑥⑦。 即使 1954 年在英法等国的要求下,《巴统管制清单》物品数量减少了 45.8%⑧,但由

于中国委员会与特别清单的存在,对中国的管制数量实质上约等于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两倍之多,直至

1957 年才恢复到统一标准⑨。

—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董志凯:《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0 页。
彭波、施诚:《千年贸易战争史:贸易冲突与大国兴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380 页。
崔丕:《美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1951)〉的形成及其影响》,《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巴统”成员国最初为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加拿大、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和葡萄牙等 12 个国

家。 日本于 1952 年 9 月加入,希腊和土耳其于 1953 年 8 月加入,其后一些国家陆续加入其中,累计共 17 个成员国。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 年,第 445 446 页。
董志凯:《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0 11 页。
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Repor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Randall)”, 1956, FRUS, Vol.9, 1955—1957, p.28.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the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1954, FRUS, Vol.1, 1952—1954, p.1187.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欧与东欧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就已相当可观,西欧国家需要来自苏联的木材资源、乌克兰的粮

食、波兰的煤炭、德国东部地区出产的钾、碱等;而东欧需要进口西欧制造的机械设备等。 为了战后经济复兴,双方

都寄希望于东西方贸易。 1954 年起美国为调和“巴统”内部分歧,适当放松对苏联在内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战略物资

的管控,但同时划清具有明确军事用途的物资与高技术转让的限制范围。



2. 对华电子工业技术的封锁

电子工业主要研究、开发和生产电子设备、元器件和材料,其中的电子元器件承载了该工业的发展

基础,以电子管、晶体管为代表的电子器件引领电子工业的技术革新,构成现代电子工业发展的核心驱

动力①。 电子技术应用面极广,技术渗透力极强,起初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随后迅速渗透至工业生产、
日常生活当中。 电子工业已成为国防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因其军民两用属性以及在现代工

业中的关键作用,长期处在西方的管制高压下②。
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创新研发与科研成果转化上的综合实力,长期处于电子领域全球领先地位。 相

比之下,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电子工业起步的基础极为薄弱。 电子设备在管制禁运体系内归属于“双
重用途”的军民两用技术产品,既承担军事上的战略用途,又兼具商业价值③。 如表 1 所示,在管制禁运

体系形成初期,电子设备始终被纳入其中,被实行全方位的技术封锁。

表 1　 西方管制禁运体系对电子工业的管辖

西方管制禁运体系

子系统 单边管制禁运 双边管制禁运 多边管制禁运

管制
清单

全面禁运 “1A” 清
单、限制出口数量
“1B”清单

《巴特尔法清单》
分为禁运《一类清单》(A、B 类)、非禁
运《二类清单》

《巴统管制清单》
分为 IL / Ⅰ、IL / Ⅱ、IL / Ⅲ三个子清单、《中国
委员会特别清单》

对电子
工业的
管辖

限制一切产品出口 禁运《一类清单》B 类:
第四项:一般工业设备
含电子管制造设备;
第六项:电子和精密仪器
含通讯传输和接收设备、无线电和雷
达设备、泛用材料及各种零件等。

IL / Ⅲ国际工业品清单
电子设备(含无线电和雷达)组别:
A 雷达、无线电定位设备;
B 电子辅助设计设备、军用电子装置;
C 通信设备(包括电线);
D 真空管、电子设备零件及其制造设备;
E 电子仪器包装纸;
F 电子生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材料。

　 　 注:整理自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55、256、
288 页。

自杜鲁门政府时期推动建立“中国差别”机制,宣布禁止出口物资到中国后,1953 年艾森豪威尔政

府上台仍保持了该机制,在电子设备等物品上对华实施较苏联、东欧国家更为严格的管制标准,直至其

第一任期结束④。 在双边管制禁运的《巴特尔法清单》中同样涉及电子工业,在禁运《一类清单》B 类中

分别对电子管制造设备、通讯传输和接收设备、无线电和雷达设备等重要电子设备进行管制。 在多边管

制禁运体系内,同样设置了针对电子设备(含无线电和雷达)的管制组别⑤。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以
美苏为首的大国军事实力快速提升,伴随“巴统”内部对东西方贸易的需求出现分歧,使得“巴统”管制

清单重新调整精简,但仍将电子计算机等新兴电子产品列入重要战略物资加以管制。
西方国家的管制禁运不仅使得新中国工业物资严重匮乏,亦造成原料与制造设备价格的剧烈波动。

这对于财政基础薄弱、同时承担朝鲜战争巨额军费开支的中国而言,大幅增加了工业体系建设成本与难

度,而对电子工业的多重管制即意味着多重枷锁。 因此,如何突破封锁网络,应对其对工业化和经济发

展的严峻挑战,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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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叶钟灵:《电子工业技术发展简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38 页。
郭国太、曹日兴:《中国电子工业结构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年,第 3 页。
黄志平:《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 年,第 5、7、8、15 页。
陈锐、邓峰:《冷战初期美国全球出口管制体系的建立和演变》,《世界历史》2024 年第 4 期。
《巴统管制清单》并不公开,主要反映在其成员国的管制清单上,“巴统”各主要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出口管制法规和管

制清单,清单既要与“巴统”保持一致,又需向该国公民开诚布公,以便出口商遵照执行。 本文引用英国政府对华禁

运物品品目清单为例。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对西方技术封锁的措施

面对西方主导的技术围堵,新中国在对外策略上积极转向苏联与东欧国家,寻求获取管制禁运清单

上的产品与设备;在国内则启动苏联援助的“156 项工程”,着力培育自主工业能力来突破困局。 “156
项工程”的电子工业企业在积极争取技术援助的同时,以技术攻关举国体制奠定电子工业技术基石,在
初期便形成了生产、科研、教育的协同发展。

1. 积极转向苏联与东欧国家寻求管制禁运的产品和设备

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①。 1950 年 2 月与苏

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援以新中国三亿美元贷款,用来向苏联采购恢复国民经济所需

要的机器设备等器材。 随着西方主导的管制禁运不断加码,中国也在加紧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联系与

合作②。 1951 年 1 月经全国贸易会议决定,为弥补因封锁所需的工业原料与器材,要积极地向苏联、东
欧国家表达诉求,引导这些国家增加这些物资的生产③。

至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前夕,苏东国家按照约定向中国提供了受西方禁运的各种工业设备以及工

业原材料。 中国对社会主义各国贸易比重由 1950 年的 32.4%升至 1952 年的 72%,其中与苏联的贸易

额在 1949 年仅占到总额的 8%,到了 1952 年已占到贸易总额的半数④,且对苏贸易额中成套设备进口又

占到六成以上⑤。 20 世纪 50 年代苏东国家累计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或以个别项目和设备名义共 560
项,其中苏联提供成套设备、个别项目和设备共计 369 项;剩余 191 项由东欧国家提供(详见表 2)⑥。

表 2　 1950—1959 年中国向苏联与东欧国家订购设备统计表

国家 成套设备(项) 个别项目和设备(项) 支付金额(亿元人民币)

苏联 304 65 158.97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 108 83 32.51

合计 412 148 191.48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
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第 402 页。

这些被列入西方国家封锁禁运清单内的机器设备,类型和规格多为中国过去所没有的,若有该类产

品也因存在显著技术代差,无法与之比拟。 鉴于东欧企业设备规格不同于苏联企业,产品未全部定型

化,可根据中国的建设需求与技术规格相应调整,因而中国从东欧国家订购的设备多是补充苏联难以为

中国重新制造的轻量级或非标设备。 这一阶段苏东国家提供的产品和装备大多应用于中间部门,能很

好满足中国建设窗口期之需,解决工业起步的燃眉之急,另外一些终端产品的引进有效地补充中国大规

模工业建设需求与实际国内产能之间的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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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5 页。 　
中国同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相继建立政府贸易关系。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 (中),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 年,第
515、518、522、527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北京:经济管

理出版社,1994 年,第 472 页。
董志凯:《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74 页。
徐行:《建国初期的外贸政策与对苏贸易》,《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第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2005
年 9 月。
苏联 304 个成套设备项目中包括冶金工业 46 项、电站 52 项、石油工业 11 项、化学工业 19 项、民用机械工业 47 项、国
防工业 87 项、煤炭工业 30 项,还有 12 项为建工、林业、轻工、纺织、商业、广播等项目。 64 个单独车间及研究所装置

包括列车电站 33 个、锅炉机电站 4 个、柴油机电站 2 个、无线电研究所 4 个、短波无线电发射台 4 个、船用电机车间 1
个等。 参见宿世芳:《关于 50 年代我国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



2. 借助苏联技术建立电子工业

在解决工业原料与设备引入问题的同时,新中国也在计划通过技术转移加快工业建设,逐步建立工

业体系。 1953 年 5 月 15 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最终在 1954 年底确定援助 156 项

建设项目,即简称“156 项工程”①。
旧中国电信工业企业基础十分薄弱,既不能生产电子管,也没有专业元件工厂,仅依靠从国外进口

原材料和元器件进行装配和维修。 当代电子工业创建之初,主要为紧急供应抗美援朝战争部队所需的

电子装备,虽实现了从修理装备到工业性生产的过渡,但因工业规模小,产品仅提供给战场部队,电子

管、元件等基础工业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加强对全国电子工业的规划和统一领

导,计划由苏联和民主德国来援建我国的电子工业。 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电子工业“一五”计划首要

任务就是要建立无线电基础工业和一些缺门工业,优先建设电子管厂和无线电元件厂;为适应国防现代

化建设的急需,建设一批雷达工厂和为航空配套的飞机电台及导航设备工厂;在民用工业方面,主要建

设自动电话交换机工厂。 同时相应建设科研和教育事业,以奠定电子工业发展的基础②。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共投资 5.55 亿元建设电子工业。 列入重点建设的项目有 11 项,其中 9 个是

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程”③。 剩余两项分别为民主德国援建的北京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以及我国自

行设计、苏联提供技术指导建设的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厂。 表 3 为“156 项工程”中具体的电子工业项目,
可见,这些项目主要聚焦在制造电子元器件,电话交换机、电子计算机等整机产品以及军工急需配套的

多种雷达、通信设备等。 除红光电子管厂与大众机械厂外,其余各厂在苏联的帮助下实现快速推进,在
“一五”计划前后均完成竣工投产。

表 3　 “156 项工程”中电子工业项目统计表

项目代号 工厂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时间 主要制造产品

北京 774 厂 北京电子管厂 改建 1954—1956 电子元器件

北京 738 厂 北京有线电厂 新建 1955—1957 电话交换机、电子计算机

陕西 782 厂 长岭机器厂 新建 1955—1957 雷达导航设备

陕西 786 厂 黄河机器制造厂 新建 1955—1958 高射炮、雷达

电子工业 陕西 853 厂 撤销停建 / / /
四川 715 厂 宏明无线电器材厂 新建 1955—1958 无线电通用元件

四川 719 厂 新兴仪器厂 新建 1954—1958 无线电通信设备

四川 784 厂 锦江电机厂 新建 1956—1958 军用雷达

四川 788 厂 /替建 773 厂 红光电子管厂 新建 1958—1963 电子束器件

山西 785 厂 大众机械厂 新建 1958—1960 军工电子整机研发

　 　 注:资料来源于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 项建设研究》,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年,第 396 页;卜世成、高玉庆主
编《北京工业志·电子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第 26 28 页;桂维民《国家 156 项工程在陕西企业纪实》,西安:西北大
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95、207 208 页;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电子工业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
第 16、41、129、176 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奠基山西工业:“一五”时期山西十五项苏联援建工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30 页。

—31—

①

②

③

“156 项工程”实际实施 150 个项目,分别为能源领域的煤炭工业 25 项、电力工业 25 项、石油工业 2 项,冶金领域的

钢铁工业 7 项、有色金属工业 13 项,化学工业 7 项,机械工业 24 项,以及属于军事领域的航空工业 12 项、航天工业 2
项、电子工业 10 项、船舶工业 3 项与兵器工业 17 项,剩余医药工业 2 项与轻工业 1 项。 参见董志凯:《关于“156 项”
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刘寅、张挺、张学东等:《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3 页。
因原定四川 788 厂,即雷达探照灯厂技术较为落后,撤销后改建为四川 773 厂,又称红光电子管厂;另外原定建设的

陕西 853 厂因故撤销,改建为西安红旗机械厂,即西安发动机厂,因不属于电子工业,故不列入本文。 参见刘寅、张
挺、张学东等:《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3 34 页;桂维民:《国家 156 项工程

在陕西企业纪实》,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 页。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北京电子管厂,该厂总投资 1.028 亿元,占“一五”计划电子工业总投资的五分之

一①。 在整体设计分工上,苏联通信器材工业部设计院承担厂区总平面布置及主要建筑工程设计任务,
其余设计部分则由我国建筑工程部中央设计院负责。 工厂从 1955 年 1 月至 1956 年 4 月陆续接收了苏

方提供的 2 075 本设计工艺文件和 642 套设备说明书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电真空工业基础非常落

后,仅有一个规模有限的南京电子管厂和少数灯泡厂,在关键的专用材料与设备生产领域几乎处于空白

状态。 该厂建成时,安装设备 3 685 台、配备专用工模具 1 256 项共 20 894 付(件),绝大部分由苏联供

应;原材料储备 494 项,其中国外来料 289 项③。 鉴于电真空器件的生产工艺复杂,高度依赖特殊设备和

特定要求的材料,例如应用于特殊冶炼加工的材料,彼时国内工业基础难以独立满足制造条件,除依靠

苏联引入专用设备外,工厂在设计之初就规划配套了基础原材料生产部门。 对于重要的绝缘材料钢玉

粉等,也由苏联相关单位直接提供生产技术文件。
在建设过程中,苏联派遣了包括设计总工程师、土建、通风、电气等领域的专家长期驻厂,进行技术

指导与施工监督。 据统计,从选址到最后实现产品试制,苏联累计派遣超过 200 名专家赴北京电子管厂

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工厂在建设初期便着手引入苏联大生产的管理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 1956 年北

京电子管厂使用苏联零部件成功试制出多型电子管,并在当年完成 22.5 万支电子管的生产④。
3. 以技术攻关举国体制快速构建电子工业基础

当前学者普遍认为举国体制是为完成某一重大技术攻关、重大工程项目等,由政府主导从顶层设计

到战略规划,并集合全国的资源要素、专业人才,以实现国家级项目为目标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⑤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集结全国资源进行科技攻关,兴建大型工业项目,在举国体制优势下改变落

后的发展面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⑦。 且该模式也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属,美国在战时的“曼
哈顿计划”、战后组织的“阿波罗计划”等战略部署,均是为攻关复杂技术,由政府或设立专职专办来统

筹主导的举国工程⑧。 “举国体制”本质代表一种任务攻关体制,日本为聚焦半导体关键部件与突破核

心技术,在半导体行业实施技术攻关“举国体制”⑨。 中美等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以任务为导向的举国体

制,既可以与计划性国家体制兼容,也可以与市场体制融合􀃊􀁉􀁒。
在面临“巴统”禁运限制等不利形势下,中国在引入苏联技术并落地“156 项工程”与限额以上大中

型建设项目的同时,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以任务为导向的科技体系。 尤其是在中苏关系产生分歧后,
中国加速形成了科技攻关举国体制,这一体制亦成为应对外部封锁等挑战的一大制度创举􀃊􀁉􀁓。 但有别

于“两弹一星”等科技攻关,“156 项工程”更聚焦于技术链的塑造,对世界前沿技术的瞄准追赶,贡献在

于奠定中国自主的技术基石,故而技术攻关是更为准确的表述。 可以说,在“156 项工程”建设期间,我
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以掌握工业技术为目标形成了大规模技术攻关举国体制􀃊􀁉􀁔。

电子技术的复杂性需要集中各类资源从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了北京、西
安、成都三个电子工业区。 以北京市电子工业区为例(详见图 1),1951 年 10 月中央确定在北京酒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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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建立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中国第一个既能生产又具科研的集群式“电子城”①。 该工业区主要由苏

联援建的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有线电厂以及由民主德国援建的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组成。 三项工程

总投资 2.75 亿元,为“一五”时期全国电子工业总投资的 50%②。 由国家完成政治动员与资源配置,在
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市政供水、输变电站、公路铁路专用线、邮电通信、宿舍、学校等配套设施与工

厂竣工生产实现同步交付。 另在全国范围内最大限度调动相关人员,譬如北京电子管厂管理人员来自

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中共中央华北局和部队,技术干部和工人来自南京电子管厂、南京电照厂等工

厂,另从天津、上海等城市补充重要的通用工种工人,吸收重点大学、中专、技工学校的毕业生,招收北

京、无锡、武汉等地大批青年徒工③。 北京有线电厂也先后从第二机械工业部等部委、各大城市与现有

的有线电厂内抽调各类人员,并吸收新生力量充盈队伍④。

图 1　 以北京电子工业区为代表的技术攻关举国体制

技术引进的关键环节是如何消化、吸收,后发企业通过循序渐进的组织学习,形成将不同来源技术

整合的技术吸收能力,进而快速获取并内化进入高科技领域所需的技术与知识资源⑤。 这期间为快速

消化苏联技术,在“156 项工程”电子工业企业内部构建起走出去与请进来并行、委托代培与厂内短训同

步的学习网络。 电子管厂与有线电厂分批组织 69 名和 40 名厂领导、技术人员和部分关键岗位工人赴

苏联学习理论与实操,同时安排苏联专家进厂指导,以现场指导示范、课程讲解等方式直接传授技术知

识⑥⑦。 两厂亦在国内委托老厂代培人员,例如北京有线电厂将新的技术工人送到上海华东邮电器材厂

学习模具制造技术,经过两年理论学习又赴长春邮电器材厂实习半年,这批新人成为该厂投产后的第一

批模具生产骨干。 厂内则以普适性、专业性为方向开展系统化培训,设置诸如俄文班、机械班、初级电工

训练班、工艺班、新品试制等各类学习班。 多种措施使引进的技术知识实现内化,以工种间的互帮互助

与同工种间的劳动竞赛形成正向激励,激发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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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引进开始的技术学习,其结果可能会陷入到技术依赖状态,或在引进中掌握该技术并转化

为本土技术能力①。 而要想实现技术自主,产品开发至关重要。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即存在一大批技术

学习主体,这些主体正是之前培育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与科研院所②。 前往苏联学习的人员在回国后

很快填补上中国在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空白,承担起技术研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重要任务。
1959 年,北京电子管厂在设计科、试制车间基础上成立产品设计所,将机械和电气修理车间合并成立专

用设备设计制造所。 技术人员在消化吸收苏联技术基础上开发出超越苏制原型的新品,彼时苏联只能

生产 500 千瓦的广播发射机,电子管厂通过技术攻关成功研制出 1 000 千瓦的大型中波广播发射机的核

心部件“八大管型”,且该研究成果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仅有少数国家可以实

现③④。 另外为强化技术学习效果,提升广大劳动者的技术知识储备,在北京电子工业区内设立扫盲、初
中、高中业余学习班普及基础知识,创建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以及由三大厂、11 所、12 所合办的北京酒

仙桥业余工学院来开展专业学习⑤。 学院设置电真空器件、无线电技术、半导体器件等六个专业,构建

起覆盖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 安排科研、教育事业同步于工厂建设配套,进而实现生产、
科研、教育初期的协同发展。

尽管承受外界的种种制约,但在技术援助与自身努力下,新中国成功实现了电子工业的快速起步与

技术能力的追赶式发展。 通过“一五”计划期间集中资源建设新厂并对老厂实施技术改造,新中国的电

子工业已成功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 1957 年,电子工业总产值已跃升至 1.07 亿元,较 1952 年增长三倍

之多⑥。 在核心元器件领域,系统掌握了以电子管为代表的真空器件成套生产工艺以及通用元件的制

造技术;在整机产品方面,已具备生产多种雷达、导航设备、广播发射机和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能力;同时

可部分生产电子工业专用设备,以及适配科研、教学及国民经济各部门需求的仪器仪表⑦。

三、 技术攻关举国体制下初具技术自主能力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寄希望于寻求国外技术援助来应对技术封锁,但并未就此产生技术依赖,而是始终将技术

“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一以贯之。 重视材料、设备、产品的国产化,成功实现在较短时间内建成新中国

第一代电子产品工业体系,同时以政府主导下的产学研联合攻关模式开启技术追赶道路。 由此形成自

上而下以“三步走”策略培养技术自主能力的宝贵经验。
1. 贯彻技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

“156 项工程”规划虽是在苏联援助的基础上制定的,但中央的决策目标和基本立足点是要实现中国

在有关技术上的自力更生,这一发展方针贯彻落实在“156 项工程”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 在苏联专家组织

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设计方案时,我方坚持要安排人员参与设计、过程跟踪学习;同时在国内组织成立相关

的设计机构,聘请苏联专家来培养指导中国设计人员⑧。 1956 年国家开始贯彻由仿制转向自行设计的技

术发展线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为了增加材料和设备的新品种,应
当充分动员我国的技术力量,努力加强产品的设计和研究的工作,进行新产品的生产。”⑨并在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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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求针对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应当通过仿造来逐步达到自行设计和制造

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广泛吸收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

就,另一方面又要密切结合我国的自然、经济条件,设计和生产适合于我国具体需要的新产品①。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和系统性学习,中国已初步构建了技术吸收能力和本土创新基础,整体工业技

术水平快速提升至 20 世纪 40 年代的国际水平,部分关键工业部门甚至接近当时世界前沿技术。 按照建设

前中苏商定的第一批建设项目中中方承担 20%至 30%的设计工作量,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苏设计合作

的局面已转向以模仿为基础的自行设计阶段②。 1960 年中苏关系决裂,苏联单方面终止了全部技术合

作,并撤回在华专家和技术资料。 这一转变使中国彻底走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完成由

于中断援助所剩的 66 项成套设备项目续建工作,同时针对已建项目主导进行技术改进与研发③。
2. 突破电子工业领域材料、设备及产品的国产化瓶颈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有线电厂等“156 项工程”电子工业企业在建设和生产初期普遍遭遇国外设备

延迟交付、适配性差以及国内配套设备质量缺陷等问题。 为打破这一困境,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同各厂、
矿和科研院所一起攻克难题。 例如为尽快实现材料国产化,在部、市统一组织下,包括北京电子管厂在

内的全国 28 个城市 68 家企业承担电真空材料的试制④。 北京电子管厂内职工通过研制用于制造无缝

管的长行程冲床和丝杠拉管机,改进镍管退火的氢气炉,逐步摸索出全套的拉管工艺,使制造电子管的

重要材料无缝镍管在 1958 年实现自给自足。 在共同协作下,北京电子管厂原先需要从国外进口 90%的

材料已能实现国内供应,显著扭转此前对外依赖的被动局面⑤。
中国电子工业产品设计之初主要复制苏联产品,但实际上两国的使用场景存在显著差异。 在消化

苏联提供资料的基础上,中国技术人员揣摩设计思路并研发出适合在中国推广使用的产品。 例如 1957
年北京电子管厂改进苏联样管的缺陷,1958 年成功自制出超小型管,且以技术的优化使生产效率成十

倍提升⑥。 北京有线电厂起初是参照苏联 2000 门容量的 ATC 47 式和 200 ~ 900 门容量的 YATC 55
式步进制交换机进行生产,但这些产品无法满足国内用户对于 100 门及以下容量的使用需求,为此 1959
年有线电厂自行设计出 50 门容量的 JXBX 1 型步进制自动交换机,填补了中国在小容量交换机领域

的空白⑦。 同期“156 项工程”电子工业企业经过消化吸收并自研改进,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建成新中国第

一代电子产品工业体系。
3. 在电子工业内形成政府主导下的产学研联合攻关组织模式,向世界前沿技术发起追赶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国家在“156 项工程”建设期间便紧跟世界技术发展形

势,国务院在 1956 年主持制定《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

等需迅速学习和掌握的新技术⑧。 依照国家技术需求导向,我国形成了由政府主导下以国有企业、科研

院所为核心的产学研联合攻关组织模式。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各国加紧对晶体管的研发与应用,在产学研部署上,北京电子管厂设计初衷为

电真空器件厂,并不生产半导体器件。 1957 年该厂开始筹建半导体实验室,率先开展锗点接触二极管、
锗合金晶体管和锗材料的研制,成功研制生产出二极管 Д 1、Д 9 和晶体管 П 6,其中 Д 9 采用 11
所半导体实验室的工艺。 到 1959 年底该厂已能实现年产二极管近百万只、三极管三万只⑨。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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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等五所高等院校联合开办了半导体专业,为我国培养首批半导体器件科技人才。 与此同时,主
管电子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相继组建相关的科研院所,或要求已有研究机构增设研究科室①。

在这过程中政府及时吸纳各方意见,对技术攻关方向适时动态调整。 1962 年在《1963—1972 年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修订期间,由北京电子管厂等多家机构组建的半导体规划小组提议中国的半导体发展应从社会需

要的民品入手集中攻关;要跳出过往苏联技术的框架,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引进技术的关系。 1963 年第四

机械工业部正式提出逐步实现半导体化的发展目标,由第一代产品向第二代电子产品过渡。 北京市在落实半

导体产业上决定优先发展半导体收音机,组织包含 10 个中央直属企业、4 个中央研究单位在内的 61 个厂所开

展半导体收音机(包括元件)的大会战②,北京电子管厂承担其中半导体管的生产任务③。 该任务促进了电子

管厂半导体器件的迅速发展,跃居至全国领先位置,成为我国研制生产半导体器件的主要基地之一。
北京有线电厂则联合其他科研院所攻坚被纳入“双重用途”管制体系的自动电话交换机与电子计

算机两大高技术电子产品。 1957 年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简称计算所)与北京有线电厂组成

联合研发小组,仿制苏联 M 3 型电子管计算机,在 1958 年 8 月成功攻关并命名为 103 机。 1959 年计

算所与有线电厂又成功仿制苏联的 БЗСМ Ⅱ电子计算机,即 104 机,共同开创“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的

里程碑”,其中 104 机主要性能指标仅次于美国、苏联④。 另外有线电厂自 1963 年与华北计算技术研究

所联合开发晶体管计算机⑤,1964 年 7 月日本富士通公司专家到北京有线电厂参观时,认为其研制的晶

体管计算机技术水平与日本相当,甚至并不落后于美国 IBM 公司的同类产品⑥,且该样机采用国际上先

进的与非门技术,实现对世界先进技术的阶段性追赶。
这一阶段的中国处在被西方国家管制禁运、中苏关系恶化等多重困境中,但此时的中国以援助的苏

联技术为基础,毅然走向自力更生发展技术、工业、国防与科学的道路。

四、 对当前突破封锁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来自西方的技术封锁从未中断。 从成立初期的全面禁运,到逐渐聚焦到以电子信

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领域的封锁,再到如今以半导体为管制重心的“精准脱钩”,封锁的形式与内涵虽

不断演变,但遏制中国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战略意图一以贯之。 面对技术封锁与关键核心技术“卡
脖子”问题,中国在应对上的历史经验值得参考借鉴。

1. 当前西方对华技术封锁重心聚焦在高新技术

随着冷战局势的缓和,中国开始能够从西方国家获取装备和技术。 而放松出口管制的背后,则是封

锁中心逐渐聚焦于高新技术,使中国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存在明显代差⑦。 经过多年的

不懈追赶,中国已在众多领域跻身世界一线甚至领跑的地位,然而高新技术仍是大国竞争最核心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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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1952 年,重工业部拆分出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民用工业,第二机械工业部主

管军用工业,其后 1963 年 9 月经过调整由第四机械工业部主要负责电子工业。
卜世成、高玉庆:《北京工业志·电子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 7页。
刘寅、张挺、张学东等:《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420 421 页。
国营北京有线电厂(国营第 738 厂)厂史编委会:《北京有线电厂在前进(1957—1992)》,1993 年,第 35 36、41 42 页。
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为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成立于 1958 年,为大型综合性计算技术研究所。
王子恺:《北京有线电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第 85 页。
当前高新技术由高技术引申而来,最初由美国率先提出“高技术”(High Technology)一词,用于描述那些基于尖端科学

成果、具有高知识密集度和高创新性的技术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 1986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纲要》。 提出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等七个领域作为我国今后重点发展

高技术领域。 2008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经国务院批准,发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其附件《国
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高新技术领域涵盖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八大类。 其中电

子信息技术包括软件、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广播电视技术、新型电子元器件、信息安全技术、智能

交通技术。 其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几经调整,电子信息(技术)始终包含在内。 https: / / www.most.gov.cn /
xxgk / xinxifenlei / fdzdgknr / fgzc / gfxwj / gfxwj2010before / 200811 / t20081129_65744.html,2025 年 12 月 1 日访问。



资源。 电子信息和高端制造业领域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中美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出口、创新等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①。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于 2018 年启动实体管制清单,接任的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又多次对先进计算和半

导体制造领域施加类似“1007 规则”的大规模精准性、扩张性的出口管制措施②。 可见,美国总统就任

后,均会施行新一轮严厉的出口管制作为其政治表现。 从不断泛化与更新的各类管制清单来看,背后正

是大国科技竞争下逐渐显露出的“科技冷战”,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给中国在国际技术治理中的话语

权带来更多挑战。
2. 突破封锁的历史启示

面对当前中国受到的技术出口管制,如何突破成为当务之急。 且不单是某项技术,也不仅是机器设

备,是可能涉及系统构架、基础工艺、核心元部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为此可借鉴中国过往在技术

封锁下突破封锁的宝贵经验,寻求在更多领域实现技术自主与超越。
第一,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迅速

将技术引进来源从西方转向苏联与东欧,奠定了电子工业的技术自主基础。 改革开放后迅速抓住中美

关系缓和及全球化浪潮的机遇,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实现了产业的快速追赶与发展。 当前必

须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主动,动态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 一是深化“一带一

路”科技合作,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欧洲友好国家等建立多层次的技术与产业合作,分化西方国家

组建的封闭技术联盟。 二是打造“在中国、为世界”的开放创新生态,以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完整的

产业链为磁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研发中心落户,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本土

化研发与生产,使其利益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 三是主动引领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将中国的技术方案

融入全球标准,降低对西方技术体系的路径依赖。
第二,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传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内核。 “156 项工程”虽是由苏联

援助的,但中国注重技术上的自力更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模仿到自行设计的转变,并主导进行技术

改进和研发。 外部技术引进虽能加快技术发展进程,但核心能力始终无法依靠购买获得。 无论是 20 世

纪 60 年代的中苏交恶,还是逐渐显现出来的“科技冷战”,最终站稳脚跟的永远是自身的技术积累与自

主创新能力。 当前科技自立自强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是应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科

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科技自立自强需要的是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 二是利用被

封锁的“倒逼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协同。 强化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等重点产业链发展机制,全
链条推动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第三,发挥创新联合体组织效能、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156 项工程”以技术攻关

举国体制奠定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根基。 用举国体制攻坚重大任务,往往会带来重大技术突破,带动后

续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的长足发展。 面对西方在半导体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封锁,应在传承历史经验的

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在过往举国

体制基础上进行的体制机制与模式创新,其中创新联合体既是产学研联合攻关的全新组织模式,亦是新

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探索。 一是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明确主攻方向与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口;二是深化政府主导型创新联合体,进一步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加强创新联

合体内产学研深度融合;三是充分发挥创新联合体组织效能,借鉴历史上“全国一盘棋”的资源调配经

验,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技术攻关资源池,健全规划央地协同机制与项目衔接机制,提升关键核心技术

体系化攻关部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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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建立核心制造国产化突破机制、优化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发展。 “156 项工程”电子工业企业

在建立之初便加强自身的组织学习、科研开发与人才培养,重视材料、设备、产品的国产化,在初期形成

了生产、科研、教育的协同发展。 应对如今的技术封锁,一是完善重大科技任务选题机制,吸引各类型领

军企业群策群力。 聚焦核心制造国产化需求,设立国家级技术攻坚指挥部,统筹“大基金”等财政工具

定向投入,以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政策,激励各类型领军企业成为创新的核心主力。 二是有序

组织创新网络各主体,改变过往产学分离、产研分离的痼疾,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链接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开展基础研究,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引领创新突破,科技领军企业完成成果转化,使网络内功

能定位清晰、衔接紧密。 三是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在基础教育层面加强相关基础教育;在高

等教育层面设置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前沿交叉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在职业培训层面完善企业“定
向需求”的联合培养,重视科研创新投入与多层次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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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is faced up with severe multi-dimensional
technological blockades, including both military and civilian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this blockade and embargo
imposed by hostile forces, China actively introduces products and equipment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som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o meet urgent need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156 Projects” aided by the Soviet Union and an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China gradually establishes its own electronic industrial system to break through
the blockade network. To develop its electronics industry, China􀆳s nationwid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system achieves a rapid
industrial takeoff and catch-up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capabilities. This in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blockade
breakthrough and the pursuit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overcoming technological barriers
and achieving breakthroughs in critical core technologies today. It also has grea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blockade breakthrough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core technological stranglehol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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